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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秦立志１

（１．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４４）

摘要： 本文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与地缘政治相结合，分析陆海复合型国家从陆权到海权

转型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主要由体系结构和单元、次单元要素构成。 体系结构涉及地缘格

局、地理互动和攻防平衡三部分，它们共同形成国家所面临的包容性 ／ 约束性战略环境；单元和

次单元层面涵盖战略学说、崛起路径、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国内经济转型四要素，它们分

别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认知、决策制定和执行。 外部战略环境作为自变量，需要通过国家战略

决策层面这一中介变量的过滤，才能对战略转型发挥作用，且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作用大小通

常成反比。 中国从陆权到海权转型的历史背景、战略环境、崛起路径、战略学说、资源汲取和动

员能力等方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 中国最佳的转型路径应是陆主海从、防御性模式，兼顾“韬
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避免陷入大国崛起和战略转型的过度扩张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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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的转型，着
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①首先，基
于历史视角，尽管中国在战略传统上偏重陆权

战略的谋划和陆上力量的建设，但中国也有悠

久的海权发展史。 其次，从中国周边地缘环境

的动态变化看，中国既有海陆兼备的双重地缘

属性，又对大陆和海洋都有重大的现实诉求。
第三，就国际体系的战略格局演变而言，冷战以

来，世界政治中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是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重心正在从西欧向东亚

发生明显转移。②第四，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信条

依然大行其道。 从崛起大国与霸权守成国的结

构性冲突看，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威胁它

的霸权秩序，自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上台以来，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领域也

频现危机，中美矛盾升级的可能性加大。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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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指出：“实质而

言，当今的国际政治在本质上与修昔底德所描

述的古希腊世界没什么区别。”①中国的战略转

型应力求以应对最坏情况的可能发生为基础，
而中国周边海陆邻近大国众多，“彼此相邻的大

国间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其天然对手的命

运，这是大国政治的普遍规律。”②中国的海洋强

国战略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机遇，处于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且机遇大于挑战。③ “一带一路”倡
议是中国意图实现海陆平衡发展的体现，既不

是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也不是中国式的全球

化，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一、“陆海复合型国家”的独特性分析

所谓“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背靠较少自

然障碍，且面临开阔性海洋的国家。⑤ 具有如下

独特性：
第一，在地理和战略层面上，它具有区别于

其他地缘类属身份国家（岛国、内陆国等）的特殊

性。 地理上的陆海兼备，使它不能像岛国那样在

安全领域优先巩固海权建设、在经贸领域专注海

洋经济；也不像内陆国家全力经营陆权国防和陆

缘经济；它面临海权与陆权战略的两难选择、海
陆资源分配分散化问题、海缘与陆缘威胁的双重

易受伤害性等。 只有实现陆权与海权战略的统

筹协调，才能避免陷入过度扩张或发展不足。
第二，领土面积大小与领土形状影响陆海

复合 型 国 家 的 发 展 上 限。 杰 弗 里 · 帕 克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Ｐａｒｋｅｒ）认为，领土面积的极大差异在

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具有指导国家战略行为

上的含义，大国的行为很可能不同于小国行为

的某些特征。⑥ 从国际关系史的演绎逻辑看，从
最初地中海的威尼斯霸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本初子午线分割势力范围、到荷兰的海上马车

夫地位、英法百年争霸和德国崛起、再到具有洲

际领土规模资源的美苏争霸、及至 ２１ 世纪雄踞

东亚大陆的中国崛起，制度和技术差异可以随

着全球化进程而降低代差，但地理幅员的多广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崛起和发展的天赋上

限。 尽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距离的迟滞作用

已大不如从前，但地域辽阔的国家在核打击承

受能力方面仍较国土狭小的国家有更大的优

势，这赋予国土幅员广阔的国家在核威慑与核

讹诈面前更多底气。 总之，国土幅员的大小与

国家战争潜力有密切联系。
国土形状也是构成国力的重要地理要素，

量化国土形状特征的重要指标是紧凑度和规则

度，即对于给定研究的国家领土，如果面积是一

定值，其边界越短，形状则越紧凑，最紧凑和最

规则的二维国土形状是圆形。 菲力二世（Ｐｈｉｌｉｐ
ｏｆ Ｓｐａｉｎ）时期的西班牙，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

制国家，有很强的政治权力和动员能力，但地理

上的脆弱性较高，“一个由多块不同领土构成的

分散的全球性帝国，在与地理上更紧凑的国家

的冲突中必定处于不利境地，后者的资源较易

得到动员，而且那里的权力集中。”⑦

第三，不同的海陆度值，影响了陆海复合型

国家的基本国防及经济战略定位。 从地理上讲，
军种比例主要是由国家的海陆度决定的，海陆度

是一个分析概念，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是海洋国

家还是大陆国家的程度分析数值。 最简单的海

陆度测算方法是将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或海上疆

界线）长度比上大陆疆界线长度。 数值越大（即
海陆度值越大），则这个国家的海洋性越强，越偏

向海洋国家；反之数值越小，则越接近大陆国家。
但在实际情况中则不会这么简化。 如果国家的

战略和经济重心不在沿海而是内陆，能够自给自

足，那么也很难算是海洋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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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这样的国家海岸线很长，但无论

从历史还是地理层面看，都更偏向大陆性国家。
因为苏联的海岸线主要在北冰洋沿岸，长年封

冻不便通航，其它出海口又被它国控制，陆上威

胁众多，海上对外联系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

不占主导地位。 这决定了其常备军的五大军种

为：战略火箭军、陆军、防空军、空军和海军，陆
权至上的战略传统与现实环境，使其把海军置

于军种的末位。 美国的海岸线长度优于大陆疆

界线，陆上威胁羸弱，具有外向型经济发展传

统，为其缔造海洋国家奠定了基础，故常备军军

种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由于中国

推进的战略转型是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

变，①考虑到陆上邻国众多和漫长的陆疆线，故
仍然会维持陆主海从的战略导向，常备军由陆

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组成，在
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强化陆上贸易纽带。

二、转型机制的新古典现实主义

分析框架

　 　 在阐述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战略转型动力机

制的分析框架前，应该对“战略转型”、“动力机

制”等进行概念界定和解释说明，回溯关于战略

转型的文献成果。
“战略转型”是指崛起中的大国，将安全、军

事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重心从陆权向海权转

移，在战略重心上呈现出陆主海从、陆海并重和

海主陆从等三种表现形式。 它属于国家大战略

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战略手段以国防力量为

主导，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手段等。 转型的

目标包括海权格局和海洋秩序的改良或变迁、
海上交通线的护航、海洋领土的防卫、海洋经

济、海洋科考、海洋文化的推进等。 如何平衡战

略手段与目标、海权与陆权格局，正是国家在战

略转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历史上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会推动从陆

权到海权的转型，学界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转型进行

了考察。 格雷戈里·吉尔伯特（Ｇｒｅｇｏｒｙ Ｇｉｌｂｅｒｔ）
分析了公元前 ５５０—公元前 ４９０ 年波斯为了征

服或遏制希腊，转型为一流海洋强国。② 拜里·
斯特劳斯（Ｂａｉｌｅｙ Ｓｔｒａｕｓｓ）研究了斯巴达从公元前

４３１ 年至前 ４０４ 年从大陆向海权转型的时代，驱
动斯巴达进行战略转型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取代

雅典成为希腊海上霸主。③ 阿瑟·Ｍ．埃克斯坦

（Ａｒｔｈｕｒ Ｍ．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分析了古罗马从陆地强国变

成海上强国的发展历程，认为与迦太基的地中海

争霸是转型的核心动力。④ 阿尔弗雷德·赛耶·
马汉（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列出了美国走向海权

的驱动因素：扩展海外利益、保护海上交通线、应
对其他大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威胁。⑤ 哈尔福德·
麦金德 （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ｏｈｎ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认为陆上大国

向边缘地带扩张时，会为了建立世界帝国而发

展强大的海权。⑥ 例如，德国领导人对自己成长

为海权强国的希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恐惧，
孕育了“哥本哈根情结”，进一步加剧了德国与

英国海军军备竞赛的紧迫性。⑦ 杰克·斯奈德

（Ｊａｃｋ Ｓｎｙｄｅｒ）认为只顾自身利益的帝国主义集

团“劫持了国家”，把国家安全利益扭曲为对其

狭隘利益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和苏联时期在海上和陆上的过度扩张。⑧ 有学

者认为，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发展海权的终极目

标就是为了与美国争霸。⑨ 苏联想成为海上超

级大国，从而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 Ｋ．
Ｍ．潘尼迦（Ｋａｖａｌａｍ Ｍａｄｈａｖａ Ｐａｎｉｋｋａｒ）提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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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型的短期目标是建设一支区域性海军，
确保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自由航运安全，长
期目标是称霸印度洋、主宰地区相关海洋事务。

既有文献对战略转型的动机和目标综述可

以概括为四方面：巩固和扩大崛起成果；实行权

力扩张；提升国家威望；国内政治经济需要。 由

此可见，历史上的陆海复合性强国，几乎都通过

战略转型来改变权势现状、推行进攻性的战略

和扩张行动。 对此，国外学界和战略界也将中

国与历史案例进行类比。 约翰·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认为，中国与历史上其它

大陆国家一样，在拥有强大陆上力量的同时再具

备足够的海权实力，那么无论意图如何，都被其

视为具有修正主义倾向。 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指出，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

样，是崛起中的大陆国家，美国则类似当年英国

那样是一个海军强国。 如果中美两国陷入战略

对抗和冲突，类似一战前的欧洲地缘格局将会在

亚洲重现，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 还有学者认

为，中国有可能建立一支非对称的、马汉式的海

军，符合马汉式的三段论，即商业—基地—舰队。
诸多国外学者将中国与历史上其它崛起大

国的战略转型进行盲目对比，进而强化“中国威

胁论”的观念，很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中国的转

型与历史上的诸多案例有着截然不同的动力机

制。 所谓动力机制，意指对国家战略转型的生成

和演化产生推动或规制作用的变量，涉及体系结

构、单元和次单元等多层面要素。 地理和权力要

素，都不能单独决定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崛起之

后，必然走向地缘扩张。 地理决定论和权力决定

论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建设海洋强国”的防

御性诉求。 为了在学理上驳斥“修昔底德陷阱”、
国强必霸论等关于中国崛起和战略转型的误读，
我们有必要厘清中国与历史上其它大国有着截

然不同的动力机制来驱动战略转型，佐证中国

战略转型的特殊性与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了国家在面对外部战

略环境挑战和机遇时的应对方式。 它赞成结构

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前提———体系结构居于分

析国家战略决策的主导性地位。① 但国际环境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提供明确清晰的体系

信息，国家有更多的战略选择菜单。 新古典现

实主义从四个方面揭示了结构现实主义模型的

缺陷：领导人并不总能感知到体系结构所折射

的清晰信息、国家所处的外部战略环境通常缺

乏明确性、领导人即使在正确认知结构要素的

情况下也未必遵循理性决策、国家并不总能根

据体系压力动员恰当的国内战略资源。②

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第
一类是着重考察结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与

体系指令相背离的次优战略选择，即在体系结

构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情况下，用国内政治变

量来作为解释国家对外战略的自变量，其实质

是分别用结构变量和单元（次单元）变量来解释

不同类型的问题。 这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从单

元或次单元层面去解释偏离结构现实主义预期

的国际现象，是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补充。 如

兰德尔·施韦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对“制衡不

足”的四个国内政治变量解释（精英共识和精英

凝聚力、政府 ／政权脆弱性和社会凝聚力），即国

家内部处于松散或分裂状态时，难以对制衡行

为投入足够的战略资源；斯奈德强调国内多样

化的政治和利益联盟对国家外部战略目标和资

源分配的分散性影响；杰弗里·托利弗（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 Ｔａｌｉａｆｅｒｒｏ）结合了领导人对外来信息的理解

和处理，来解释大国在只具有边缘利益地区的

介入和干涉的动因；③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在

不符合体系结构预期的条件下，自由主义国内

政治联盟推动了美国采取域外霸权战略。 第二

类是构建全面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路

径，威廉·沃尔弗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等学

者认为，国家战略是体系结构压力的经验评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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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决策者战略思想博弈竞争共同生成的产

物。 他们将相对实力分布与极的数量、包容性 ／
约束性战略环境视为体系结构变量，而把地理

因素、军事技术上的攻防平衡等因素视为对结

构要素的修正，也被称为结构性条件因素，并认

为结构性调节因素未必会影响到体系内的所有

国家。 将领导人的意向、战略文化、国家—社会

关系、国内制度等单元和次单元层面要素对国

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 将不同类型

的政策反应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后果作为因变

量。 认为自变量起主导作用，但要通过中介变

量的过滤才会输出因变量。
总之，第一类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是解释结

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案例，而第二类新古典

现实主义则是要更广泛的解释国家的大战略转

型与调整。 由于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在体系压

力面前的政策自主性会相对自由，因此，对于崛

起中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体系结构所塑造的

战略环境确实会对其战略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但
这种结构性因素不会对转型机制的生成产生直

接效应，而是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等中

介变量的过滤，才会促进国家推行从陆权到海权

的战略转型。 战略转型的长时段存续，这本身就

超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压力决定论的解释

范围，很难单纯用紧迫性的国际危机或战争风险

来解释其转型动因。 对战略转型动力机制的考

察，需要综合运用结构、单元和次单元等多层次

的视角全面解读。 故用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

理论框架来分析动力机制更具说服力。

三、战略转型的体系与单元层面动因

本文将参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对
战略转型的体系、单元及次单元层面的动力因

素进行考察。 但并非照搬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变

量设置，而是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综合分

析。 并对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

响对战略转型所发挥的作用做简要说明。

３．１　 体系层面

相似的战略转型在历史上的诸大国中循环

重现，无论这些国家有何差异，也不论它们在体

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否相似，强国的战略选择不

同于弱国，也不同于既非强大也非弱小的国家。
遵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将国际体系

中的相对权力的地理分布与极的数量（地缘格

局）作为影响国家战略转型的首要和主导性因

素，是体系结构因素。 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

型意味着在地理和技术上增加与其它大国的互

动。 这就需要考察结构性调节因素（或战略互

动因素），即大国在地区或全球地理空间的政治

经济互动，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攻防平衡对大

国战略关系的潜在影响。 技术和地理等结构性

调节因素会制约体系结构的影响效果。
体系结构和结构性调节因素限定了战略转

型的方向、程度和影响效果范围。 对于体系层

面的这些要素如何作用于国家的战略转型，可
以从包容性 ／约束性战略环境这个指标入手。
这里有个理论上的前提假设，即国家能够大致

识别体系为国家提供的威胁和机遇信息，能够

有限理性地甄别最优决策选项。 如果不能识

别，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当所处战略环

境面临威胁和机遇的紧迫程度越高，国家越处

于约束性战略环境，反之则是包容性战略环境。
接下来将用战略环境的包容性 ／约束性这一指

标，对地缘格局、地理互动与军事技术的攻防平

衡等体系动力因素进行分析。
（１）地缘格局

地缘格局是大国权力博弈的结果，塑造地缘

格局的主要是大国，当格局形成后，会保持相对稳

定性。 大国在转型进程中与其它国家的战略互动，
可以按照力量极的多寡、横向地域分布两个层面进

行分析，建构立体的地缘格局动态描述。
根据大国数量的多寡，可以将地缘格局分

为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三极格局、多极格局等。
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多极均势格局最为稳定，沃
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则推崇两极格局的稳定

性，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则强调单极能带来

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学者普遍认为三极格局是

最不稳定的。 但极的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大国

在战略转型中所面临的是包容性还是约束性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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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环境。 按照权力的横向地域分布来讲，可以

分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地缘格局。 有时陆海复

合型国家的战略转型，未必是受到全球性地缘

格局的影响，而是地区性或次地区格局变迁所

致。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走向海洋大国，就
是与美洲地区的美国单极格局形成有关；印度

对海权的追求，则是受到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

地区单极化格局影响。 地区格局的变化在某些

时刻会超过全球地缘格局的作用程度。
比起极的数量本身而言，不同类型格局之间

的转化往往对国家的战略转型会产生更深层次

的结构性影响。 拿破仑三世法国与英国的海军

军备竞赛，是在 １８５６ 年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取

代俄国成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情形下出现的；德意

志第二帝国从陆权到海权的战略转型，是发生在

欧洲由英法俄普奥五强均势格局向英德两极化

趋势的演变时期；苏联推进国家海上威慑力建

设，则是在美苏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两极格局

演进中形成的；中国的战略转型，也是与冷战后美

国单极格局向中美两极化趋势演变一脉相承的。
至于地缘格局为国家提供的是约束性还是

包容性战略环境，则要看其为国家提供的威胁

和机遇的地缘方向。 由于面临潜在的海陆双重

战略挤压的风险和双重扩张机遇，作为持续崛

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地缘格局上通常属于

体系中心型强国，在战略转型中可能面临三种

地缘威胁：海权型威胁、陆权型威胁、陆海双缘

威胁。① 国家试图通过转型来防止外部威胁的

发生，控制外部威胁的升级和蔓延，化解外部威

胁。② 同理，也可能面临三种扩张或发展的机遇

诱惑：海上机遇、陆上机遇、陆海双重机遇。 当

国家面临陆海双缘威胁或双重扩展机遇诱惑

时，则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如果国家只是面

临海上或大陆的单一威胁或机遇诱惑时，则战

略环境相对具有包容性。
外部战略环境可以分为海陆两个地缘方

向，如果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或机遇主要集中

于陆地，来自陆上的战略威胁和经贸发展等利

益诱惑更为突出，那么可能缺少大规模发展海

权的动机或推进规模有限的陆主海从式转型。

如果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或机遇诱惑主要来自海

洋方向，如大国海军军备竞赛的加剧、对海外经

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增加，而陆上防

卫压力较低或陆上经贸等利益诉求较低，则可

能推行规模较大的战略转型，甚至完全从一个

陆权主导国转型为海权主导国。 如果在海上和

陆上都面临较高的外部威胁或机遇诱惑，那么

可能推行陆海并重的战略转型。
（２）地理互动

地理因素作为推动战略转型的结构性调节

因素，只有通过大国之间的地缘互动才能实现。
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都要依托一定的地

理空间展开，海权的扩展与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

有重要关联，离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和全

球化的影响，难以对国家的战略转型动机做出全

面解释。 地理互动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和地缘经

济层面的互动，提供了国家从陆权向海权转型的

安全和经济动机。 从地理互动的媒介来看，海陆

相对位置、地理距离和通达度起核心作用。 如陆

上安全环境的形势、海上和陆上工业技术的发

展、海岸线和出海口的地理特征、国家所掌握的

海军基地、战略通道、关键海区等，这些军事地

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要素，塑造着决策者的

精神地图，对国家的战略互动发挥了重要影响。
从海陆相对位置来看，陆海复合型国家地处

陆海结合部，是海权与陆权交互作用的活跃地

带，面临海上与陆上经济利益的双重诱惑。 海洋

经济比大陆经济更具外向型和开放性，国家从陆

权到海权的转型，通常会受到海洋地理互动的利

诱，这种利益涉及海底石油、渔业资源、海外贸易

和航道安全等。 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全球经济重

心的不断转移，国家的战略取向也在发生变化。
１９ 世纪末美国的战略转型，是在全球垄断资本主

义盛行、帝国主义掀起瓜分海外殖民地的狂潮，
以及经济全球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发起的，美国

受到海外消费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经济

６

①

②

无论真实的威胁是否存在，只要决策者将该威胁纳入战

略考量，就会起作用。
周丕启著：《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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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诱惑，其随之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以及 １８９８ 年美西战争后对古巴、菲律宾、波多黎

各等重要海上要地的占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

制，都有强烈的海外经济获益动机，也为马汉的

海权学说传播提供了经济理由支撑。
就地缘距离的邻近程度而言，只有在陆上邻

国相对友好或缺少强敌环伺时，才能具备向海洋

转型的足够动机。 地缘距离的邻近性决定了邻

国彼此战略投射的倍增效应，形成邻国效应。 如

果一个对本国友好的国家，会因为与本国的地缘

毗邻使战略效益倍增；而一个对本国敌对的国

家，会因为它是邻国而使战略损耗倍增。 友好的

邻国哪怕是海上邻国都可以成为本国的战略缓

冲地带，降低守卫本土的国防成本；而敌对邻国

的存在，尤其是与敌对邻国有漫长边境线的情况

下，则使本国要倾注巨量的海上或陆上资源进行

防御。 中苏结盟与分裂、中俄关系起伏，对两国

从陆权向海权转型的战略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在基本解决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潜在的陆上

威胁后，得以加速向海权转型。 这都足以证明邻

国效应对大国发展海权战略的重要作用。
地理通达度会影响上文提到的海陆相对位

置和邻国效应。 邻国作用与距离磨损不是单纯

的反比例关系，因为要受到地理通达度这一干预

变量的影响。 通达性是从某一地域到达或攻击

另一地域的难易程度，涉及地理障碍物、交通运

输系统的发达程度、战略补给点的多寡等方面。
当两国缺少天然地缘屏障（如高大山脉、沙漠

等）、交通运输通达度很高、战略要地充足时，这
种战略收益或损耗都会成几何倍数增长。 随着

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崛起，导致地中

海地区的拜占庭、威尼斯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要

关注与这些新兴大国的战略通道价值，尤其是大

西洋和环非洲贸易航线路的开通削弱了奥斯曼

帝国在地中海的战略杠杆作用，使奥斯曼帝国

无法分享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红利，新兴的战略

通道促使奥斯曼帝国将战略利益延伸至地中

海、红海和印度洋，加速了奥斯曼制海权能力的

发展。① 历史上，俄国长期缺乏温暖港湾，海岸

利用率低、出海通道受阻、海岸分散不易协调，

影响了俄罗斯的战略转型和总体力量的发挥。②

（３）攻防平衡

尽管攻防平衡的相关理论解释涵盖众多，但
这里仅把海权与陆权技术层面的攻防平衡关系

作为分析重点。 特定的权力对比类型相比较现

实主义通常强调的总体能力的分配，更有助于完

善对国家所面临的外部战略环境性质（约束性 ／
包容性）的评估。 但当下文提到的战略学说所反

映的攻防平衡认知与现实攻防平衡技术条件差

异过大时，则该结构性调节因素就不如次单元层

面的战略学说对转型的作用程度大。
军事技术领域的攻防平衡，作为特定和精

细的权力结构，能对处于战略转型的陆海复合

型国家，提供脆弱性或机遇“窗口”。 军事技术

作为结构性调节因素，能够很好地补充总体权

力结构所不能解释的战略转型的某些内容，毕
竟战略转型的核心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转型。
有些学者认为军事技术的攻防平衡变化，能够

潜在地影响体系中的所有大国，落实到特定国

家的战略转型，有一些攻防平衡态势确实会作

用于整个体系结构，进而对单元的预期行为有

均衡的影响。 但有些攻防平衡因素的影响力仅

限于体系内的特定区域，只有在特定的两个国

家或两组国家（如美苏或北约与华约）之间，或
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军事技术上的攻防平衡才

会对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安全困境或其螺旋升级

产生充分的效应。 一战前，德国与英国开展无

畏级战列舰的海军军备竞赛，就是为了借助其

崛起的陆上实力，并将之迅速转化为海权技术

超越英国的机遇窗口，改变不利于德国的海上

攻防平衡态势。 实际上，当时德国海军已经仅

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但只有把军事技术的

攻防平衡关系放到英德两国，才更具参考价值。
此外，也正是当时海权领域已经呈现出攻方占

优的趋势，才迫使德国加紧建造无畏舰。

７

①

②

Ｐａｌｍｉｒａ Ｂｒｕｍｍｅｔｔ， “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ｒａ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Ｒｈ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Ｎａｖ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３， １９９３，
ｐ．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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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地讲，陆权比海权领域的军事技术更具

天然的威胁性，即便是近代海权大发展时代，很
多国家依然认为，对本国战略安全的最大威胁是

来自能穿过领土边界的陆上力量，这种力量可以

控制和占领领土、掠夺或摧毁资源、废黜政治领

导人、强加新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 陆权强国

致力于陆权的稳固和扩张，其它大国通常会结成

防御性联盟。 而单纯的海洋强国只有较小规模

的陆军，很少会具备陆权扩张的能力和动机。①

３．２　 单元和次单元层面

体系结构本身不会直接作用于战略转型。
尤其是当外部战略环境不那么具有约束性时，则
单元和次单元层面的因素会对结构影响发挥更

大的中介过滤作用。 反之，如果国家处于相对约

束性的战略环境中，体系提供的机遇和威胁信息

明确，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很小时，国家和国内

层面所发挥的过滤作用就会降低。 即外部战略

环境与国家层面对战略转型所起的作用成反比。
按照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知、决策和政

策执行这三种国内政治进程会在不同程度上扭

曲体系结构对国家战略转型结果的影响。 战略

学说作为次单元层面的变量，会对认知进程产生

作用，塑造国家对体系威胁和机遇信息的解读；
国家大战略所设定的崛起路径则对决策进程提

供限制和方向；国内汲取资源和动员能力则影响

政策执行的物质能力分配；国内经济转型则从总

体上对认知、决策和政策执行产生持续作用。
（１）崛起路径

崛起路径在宏观上为战略转型规范了大致的

方向和程度，崛起路径与战略转型是一种共生关

系。 陆海复合型国家崛起路径的选择可分为孤立

式崛起、进取式崛起、挑战式崛起和融入式崛起。
①孤立式崛起

主要适用于在地缘格局上处于体系侧翼的

大国，远离地缘政治对抗中心，可以开展较为独

立的崛起和战略转型进程，较少受到其它海陆

强国的制衡，具备从陆权强国直接发展为海上

主导国的跨越式条件。 孤立式崛起的典型是美

国，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美国在门罗主义和

门户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凭借远离欧亚大陆事

务中心的地利条件，以及成功的外交策略，得以

全面推进海权转型。
②进取式崛起

处于地缘格局对抗的核心地带，难以实现

融入式或孤立式崛起，而又不想陷入与其它大

国的全面对抗。 只能通过合纵连横、轴辐式联

盟策略来努力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

环境，进取式崛起具有防御性倾向，尽量不诉诸

战争改变地缘格局现状。 国家并不试图采取陆

海并重或海主陆从的转型模式，而是维持陆主

海从的防御性战略取向，最大可能的通过非战

争手段实现体系内“非正式霸主”的战略地位。
进取式崛起的典型案例是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

第二帝国。 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带，一旦崛起将

改变整个欧洲的地缘格局，为了避免在大陆和海

洋出现强大的反德同盟，俾斯麦德国在从陆权向

海权转型的进程中非常注意避免与海上霸权国

的冲突，并在海上和陆上都秉持防御性战略，不
断推进德国的经济性崛起，构建了大陆联盟体

系，实现了制度性崛起，德国稳固的成长为欧陆

第一军事强国则标志着军事性崛起的推进。
③挑战式崛起

与进取式崛起一样，选择挑战式崛起路径的

国家通常处于体系对抗的中心地带，但选择挑战

式崛起的国家会带有进攻性战略取向，甚至不惜

以大规模战争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历史中不

乏成功的案例，如古罗马在建立大陆霸权后，击
败迦太基，称霸地中海。 但是随着国际体系和攻

防平衡相关技术的演化发展，其挑战成本越来越

高。 威廉二世德国是挑战式崛起的代表，为了同

时成为陆上和海上的双料霸权国，不惜与当时体

系中主要的海陆强国发生全面对抗，招致反德大

同盟的组建，其陆海并重的战略转型尽管不能直

接成为一战失败的根源，但它分散了德国的战略

资源，使陆权力量发展受限。 戈尔什科夫时期的

８

① Ｊａｃｋ Ｓ．Ｌｅｖ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ｔ Ｓｅａ：Ｄ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ｌｌ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１６．



第 ２ 期　 秦立志：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逐渐从大陆转向海洋，尽管仍然维持陆主海

从的战略传统，但其海权更多是作为维护陆上霸

权的手段，不断扩展海外势力范围，寻求美苏在

海上和陆上的全面对抗，最终由于国内汲取资源

和动员能力的过度自耗，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

进行战略收缩，战略转型戛然而止。
④融入式崛起

有助于大陆强国在向海洋转型进程中避免

与海上霸权国的直接冲突与对抗，并不试图发

展出与海上霸权国对等的海上力量，而是坚持

陆主海从和防御性战略取向。 通过加入到现存

的大陆和海洋秩序中，不去激烈改变地缘格局

现状，而是融入到既有霸权国的地缘秩序下，尽
可能降低自己的战略转型成本。 ２１ 世纪的中国

是最为典型的案例，由于中国并不想直接挑战霸

权国主导的权力格局和秩序规则，但也不意味着

全然接受既有的地缘格局和秩序中不合理部分，
而是通过渐进的防御性战略转型，在不挑战美国

海上霸权的情形下，逐步通过战略转型来实现崛

起资源的优化配置，依托持续的崛起来反哺战略

转型所需资源和能力，用相对和平的手段对现有

国际秩序进行合理的修正和完善。
（２）战略学说

战略学说是决策者、智囊集团、国内其它利

益团体、著名学者和战略家等对战略转型认知

的主流性汇集，是在该国起主导作用的战略学

说、信仰和信念。 按照地理属性可以分类为陆

权学说 ／海权学说；按攻防偏好可分为进攻性与

防御性学说。
①陆权学说 ／海权学说

从地理属性来看，大国有着基本的战略学说

选取偏好：位于中心位置的欧亚陆权国家向外扩

展，位于外缘的海洋国家则向内包围、挤压。 这

种模式至少自拿破仑时代起就已存在，已成为大

国战略转型决策的一种默认背景。 对于陆权主

导国而言，其战略学说的意象很难把遭受入侵和

包围的场景放在一旁，也不会轻易放弃寻求地缘

政治缓冲区和重商主义的经济堡垒。 任何采用

大陆模式学说的国家都面临着扩张限度与何时

止步的固有难题。 在古代，对本土安全的需求演

变为建立帝国，如果一个陆权国成功地在其周围

建立起缓冲区，那么它该如何去保护这些缓冲区

呢？ 以古罗马为例，缓冲区之外还需要缓冲区，
最终就是统治全世界。 拿破仑与希特勒也一样

无法容忍一个强大的苏联（俄国）潜伏在东方，最
后都走向了侵略。 对于海权主导国来说，其战略

学说也会估算陆权国实力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威

胁，试图对陆上强国采取制衡战略。 在不受到明

显海上威胁情况下，大陆强国即使有漫长的海岸

线、优良的港口、便利的出海通道、强大的舰队，
也可能采取大陆式的战略学说。 陆权国也关注

通向海洋的权利，但更多的则是试图建立各种支

点来保障其通向海洋的通道，防止对手进犯，本
质还是海洋服务于大陆战略目标。 总之，大陆模

式与海洋模式的战略学说具有天生的排他性，都
是为了限制和削弱竞争对手，一方的获益往往以

另一方受损为代价。
②进攻性学说 ／防御性学说

从进攻和防御的信条来看，相信攻方占优的

历史案例有很多。 “国际结构经常是良性的，但关

于权力结构的认知往往是恶性的”。① 一个大国拥

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预见其相对军事力量开始

达到顶峰，就容易采取更大的风险行动。② “进攻

占据优势地位在历史中是相当少见的……认为

进攻占据优势地位的观念却是相当普遍的”。③

陆上强国更能认可陆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博弈

局面，而不那么愿意接受海权占优且防御有利的

现实。 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扩张，它漫

长的陆地边境，以及匈牙利、波兰、俄罗斯、萨菲

等国对它的边境压力，都需要持续的战略资源投

入。 在西、荷、英等国海权崛起的背景下，本应采

取防御性战略取向，但却在地中海、印度洋、中东

和欧洲地区同时追求进攻性政策，１６８３ 年进攻维

也纳的失败标志帝国的彻底衰落。

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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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ｐ．６．

Ｄａｌｅ Ｃ．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１２７．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
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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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会关注与其它海陆强国的动态攻防

平衡对比，并在某些问题领域采取进攻性政策。
尤其是当这种对己方进攻占优的憧憬或防御弱

点的担忧升级时，就会形成大战略制定和执行过

程中的“机会窗口”与“脆弱性窗口”。 前者是一

种正在减弱的进攻性机会，而后者是一种正在成

长的防御性弱点。① 自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相信进攻占优的思想急剧增加，并在临近 １９１４
年时上升到非常高的程度，然而，客观现实是防

御优势在 １９１４ 年达到高峰，进攻性的征服行动

仅仅在核时代比此时更为困难。 德国的军方采

用了进攻性的军事学说，文官精英也认为进攻

在战时占有优势，而且未来的战争将是短暂而

有决定性的。 对进攻或防御的偏好，使国家的

战略转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影响。 德国的施里

芬计划和提尔皮茨的“风险舰队”论，都是建立

在进攻性力量更具优势的假设下提出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是出于对进攻优势幻想而发动的，
然后又被实际的防御优势现实所拖延”。②

防御占优的战略学说有助于国家相对和平

的战略转型进程。 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老毛

奇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家信奉陆权占优且两线防

御作战更为有利，德国在这期间实行陆主海从

的防御性战略转型，在扩大包括殖民地、市场、
贸易、海上交通线等海外利益的同时，没有削弱

自身的陆权优势，也没有加剧其它大国对德国

的制衡倾向。 古巴导弹危机后，核恐怖平衡强

化了大国的防御性倾向，苏联开始注重发展大

型水面舰艇等常规军事力量，逐渐弱化了对美

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核打击的战略意图。 １９９６ 年

台海危机后，出于维护主权等防御性战略目标，
中国逐渐向海权转型。 但如果采取的是消极防

御学说，则不利于本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洋务

运动后的清政府信奉海守陆攻的作战原则，更
倾向陆权占优情势，强调海军的防御性功能，实
行近岸防御，以海防应对海权，这种消极防御战

略学说，使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完全塌缩。③

（３）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

如果国家决策者与国内关键利益团体、普
通大众的关系良好，则有助于国家按照结构现

实主义逻辑进行转型的资源分配与国内动员。
然而历史和现实中的国家战略转型，作为一种

大战略调整，本身就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惯性

战略模式，很难在较少国内制约的情况下推进，
国家－社会和谐程度很难达到理想状态。 因此，
战略决策可能为了迎合一部分国内政治联盟的

利益诉求而牺牲一些对外安全战略上的利益。
即战略转型的资源汲取和战略动员，通常意味

着是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效果”。
清朝的陆上实力羸弱，在海上和陆上都缺乏

稳定的同盟体系，后期的两次海防大筹议，限于

海陆双重羸弱的局面，且没有建设现代化的财政

体系和官僚体制，作为农业帝国的资源汲取能力

严重不足，海防、陆防并举的双重心格局很难落

实，缺少稳定的陆上安全环境和强大的国力来保

障持续有效的战略转型。④ 日俄战争后沙俄强化

海权尝试的失败，以及苏联建国初期海权发展的

停滞甚至倒退，也都与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

羸弱有关。 路易十四法国尽管建立了强大的海

军，实现了欧陆半霸主地位，但受制于海上战争

和大陆扩张的有限导致的战略资源内耗，最终归

于失败。 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崛起产生决定性影

响的，不是它极力扩张的殖民地和海外势力范

围，更多的是工业化和铁路等国内陆权建设。⑤

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往往集中体现在军力

构成、技术研发、军费开支、军事规模等要素，它
能折射出国家如何利用崛起的地缘权力的意

图。 在军力构成和技术研发上，不挑战霸权国

军事领域中最具优势层面的实力或技术，是向

霸权国释放善意信号的重要因素。 特定的海上

力量构成则能够比较明确地反映出一国总体的

战略取向， 主导性海洋强国也可以根据一国海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
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８９ 页。

［美］乔治·Ｈ．奎斯特著，孙建中译：《国际体系中的进攻

与防御》，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 页。
鞠海龙：“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中州

学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２０６－２１０ 页。
左立平著：《中国海军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版，第 １８－２７ 页。
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５７－３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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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力量构成来判断对自己的威胁程度。① 但即

使国家的军力构成和技术研发不持明显的挑战

霸权动机，如果军费开支和军事规模呈过快速

度增长，那么也可能引发其它海陆强国的权力

制衡。 对海上力量持不同观点的统治者继位会

影响到决策层对军事战略和力量的偏好程度，
进而决定是优先经济建设还是军事、优先发展

陆军还是海军、优先发展战列舰、航母还是小型

舰艇。 “一个国家的战略处境归根结底取决于

自身的战略实力与其他方战略实力之间的对比

关系”。② 即使面对同样的威胁，国家动员国内

资源进行防御的能力也存在差异。③

（４）国内经济转型

正如世界经济变迁在大国地理互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一样，国内经济转型也对国家战略向

海洋推进起到关键角色。 国内经济转型会受到

全球化等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只有国内经济

的外向型取向抬升，才能为国家向海洋转型提供

经济利益动机，并为国家汲取和动员必要的转型

资源提供基础。 国内经济转型主要通过两种方

式来影响战略转型，一是国家通过向海洋转型来

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二是转型中的国内经济对海外市场、
资源、能源、投资地、港口、关键水道等方面的利

益诉求，驱使国家推动战略转型。 中国不断融入

国际秩序、走向海洋，就与国内经济规模的不断

壮大有关，经济体量的增大需要更多的海外经

济区来解决国内经济崛起的产能富余，而不断

实现对外开放、推广外向型经济发展、融入和修

正既有的海洋经济规则，则有助于促进国内经

济向更具海洋性和开放性的方向转型。

四、结　 论

中国与历史上一些转型大国具有一些相似

之处，如有着悠久的大陆主义传统、容易受到海

陆强国的双重制衡、都需要处理崛起大国与守

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都面临海陆资源分配分

散化的潜在问题以及都处于民族主义勃兴的国

家背景下。 但中国更具有崛起与转型的特殊背

景：首先，中国执行了较长时段的“韬光养晦”政
策，关注统一和发展成果，倾向地缘战略的防御

性和守成性，把海权和陆权力量看作手段而不

是终极目标。 其次，中国推行构建新型大国关

系的融入式崛起路径。 此外，中国由陆向海的

转型动机是为了实现经济性、制度性、军事性和

道义性的全面崛起，而非历史上诸多大国更在

意的军事性崛起，中国的地缘战略转型是防御

性目的，不想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 与其它大

国的海陆结盟战略不同，中国采取非结盟战略，
且中国认为二次核打击能力有助于防御占优，
中美大战可以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崛起可

能引发的大国制衡有清醒认知。
国内学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知是中国从大

陆向海洋转型具有时代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中
国应在战略转型中坚持陆海统筹。④ 中国应通

过“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

一路”倡议、“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总体国

家安全观、和谐世界、合作共赢等战略理念，努
力为中国的崛起和转型营造相对包容性战略环

境，降低海陆强国的制衡压力，减少威胁来源，
扩大体系提供的机遇窗口，在核威慑和常规威

慑领域保持大国的战略平衡，利用自身的地理

优势，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政策实现与其

它国家在地理空间的良性互动，使体系结构对

国家决策和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较为积极的

作用。 在国家和国内层面，中国应秉持防御性和

１１

①

②

③

④

吴征宇：“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理论机理与

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０ 页。
周丕启著：《大战略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
陈志瑞、刘丰主编：《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新古典现实主

义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０４ 页。
具体可参见：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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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主海从式的战略学说，坚持融入式崛起路径，
不称霸、不扩张，在国内资源的汲取和动员上实

现经济与国防、国内与国外的统筹协调，避免陷

入大国的过度扩张式资源汲取。 中国应力求营

造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使之对国家和国内决

策、政治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作用，最终形成符合

中国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等理念的战略转型。
中国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都很重要。

如果国家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增后，执行“韬光

养晦”而忽视“有所作为”，那么既不能缓解崛起

压力，也不能有效实现本国利益。 如果因为国家

崛起后，就完全放弃“韬光养晦”，试图在各个领

域都寻求广泛的“有所作为”，也可能导致崛而不

起或难以实现转型。 因此，中国应该实现“韬光

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有机结合，既要实现陆上

安全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要为本国的持续崛起

提供足够的海外经济区；既要突破陆海复合型国

家的战略困局（如海陆资源分配分散化和海陆威

胁的双重挤压等），也要尽可能化解与其它强国

的地缘冲突；既要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冲突的牵

连，也要阻止或化解其他强国对中国的联盟制

衡。 中国的战略转型与和平崛起是一脉相承和

互相促进的，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远见。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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